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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Communist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State a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Fuk-tsang Ying* 

Abstract 
Looking back to the turbulent history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Republican 

China as well as the Communist regime after 1949, the challenges from state power 
have always been a matter of great concern of religions in China. After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existence and demise of religion in 
socialist society has always been a core ideological issue. How h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s a revolutionary regime, understood and dealt with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the process of legitimacy building? How has China’s religious 
market been remolded and reconstructed amid radical political change? These are 
the kinds of questions that need to be clarified when investigating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dopt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eligio-political 
relations,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Party-state policy towards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o th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irst,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religion, how did the 
Party-state understand the religious question? More specifically, withi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d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and realpolitik, how was a basis 
provided for the Party-state to involve itself in the field of religion? Second, with 
respect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church, in what ways did the 
revolutionary regime manage to intervene in the religious market of China by 
installing a new institutional apparatus for religious affairs? Special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intrusion of state power at both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 Finally,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Protestant Church responded to political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iz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era. How did political ideology reshape the 
theological discours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Keywords:  the religious question,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religio-political 

relations, Communist China, pan-politic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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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旻遠
* 

近年學界對第三勢力的關注日有所增，重新描寫、分析、評估這批過往不

在主流敘事的人物群體，成為補足歷史認識空白的重要拼圖—黃克武對於顧

孟餘其人其事的爬梳，即為一例。1在此一新的研究視角下，國共之外的第三

大黨—中國青年黨（Chinese Youth Party）—重新獲得關注，並不讓人意

外。其中，平山長富於 2022 年出版的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Chinese 

Radical Right, 1918–1951，是近期對此課題最為完整的研究成果。作者揚棄革

命史觀，改採全球史視角，以「激進右派」的角度切入，觀察青年黨 1918-1951

年間如何將「政治思想」與「行動」兩相結合，從而展開政治活動，並關注群

眾政黨政治於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後五四時期的形成與變遷。 

本書在章節安排上，除導言、結論外，共計六章，依內容性質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關注青年黨的起源與發展背景，由第二、三章組成：〈五四時期中國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單就專書而言，也有更寬泛地將非國非共的短暫政權視為「第三勢力」討論者，如橋本浩一，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の研究：第三勢力による反蔣抗日政権と内外諸勢力》（東京：汲古書院，

2022）。近期華文學界亦有相關之單篇研究成果，參見黎冠忠，〈中國青年黨的意識形態

（1924– 192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 年 1 月）；曾輝，〈全面抗

戰時期民主力量的聚合—以青年黨、第三黨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學》，2021 年第 6 期，

頁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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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右派的起源〉（Origin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Right in the May Fourth）、

〈「少年中國」在歐洲：中國政治右派於「極端年代」的興起（1919-1924）〉

（“Young China” in Europe: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Right in the Age of 

Extremes, 1919–1924）。作者於此梳理青年黨作為激進右派誕生的內、外兩層

因素：內部因素關注五四運動後的政治與思想環境，外部因素則關注五四青年

的留學經驗如何影響其政治取向與意識形態。第二部分則為本書核心，由三章

組成：〈軍閥時期的思想與政治：中國青年黨的國家社會運動（1924-1937）〉

（Ideas and Politics in Warlords’ China: The CYP’s 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1924–1937）、〈筆與槍：中國青年黨的軍事動員（1920 年代晚期至 1930 年

代中期）〉（Pen and Gun: The Chinese Youth Party’s Military Mobilization, Late 

1920s–Mid-1930s）、〈走向地方：中國青年黨在四川（1926-1937）〉（Going 

Local: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in Sichuan, 1926–1937）。作者於此剖析青年黨

作為「激進右派」，在混亂的軍閥時期如何運作？其政治思想的變化如何影響

政治活動？最後評估這些政治實踐獲致的成果。作者在第二部分闡明青年黨確

實在論述建構、民眾動員、地方發展等面向，發展成具競爭力的政治力量，但

也因為缺乏與合作對象制度性的連結，從而在政局競爭中處於落後。本書的第

三部分，也就是第七章：〈告別革命：從國家社會主義者到民主社會主義者〉

（Farewell to Revolution: From National Socialists to Democratic Socialists），指

出在最能動員民心、鼓動民族主義的中日戰爭階段，青年黨卻放棄激進的民族

∕國族主義立場，從革命政黨轉型為公民反對政黨（civil opposition party）。

這象徵該黨激進右派性格的結束，改以民主運作方式參與政治。 

最後，作者就「全球政治視野」與「今昔對比」兩個維度，突顯青年黨的

成就和歷史意義。作者認為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懷有的三個願景，其實正是

1920 年代以降，青年黨所擘劃的理想中國樣貌：一、立足並強調自身傳統文

化；二、藉由結合政治威權與國家資本來建設富強民族國家；三、與以美國為

首的特定政治現代性詮釋（自由民主），在全球舞台上展開競爭。事實上，對

書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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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今日世界各地死灰復燃的激進左、右派政治，重新回顧百年前青年黨的興

衰，更提醒我們迄今仍未完全擺脫極端時代所遺留的思想與政治框架（頁

252-256）。 

本書架構與內容簡介大致如上，下文將就本書論旨與突破之處，進行討

論。筆者認為本書的創獲，環繞在四個相互交織的面向：論述框架之設定、政

治思想之繼受及其五四背景、政治活動之激進以迄妥協，以及意識形態之退縮

與民主趨同論。 

首先，過往討論第三勢力的困難之處，在於敘事的定位—國共革命史觀

之外的路，不在於從舊有論述框架下補充其他視角的資訊，而在於重新設定觀

察的座標。本書的回應方式有二：帶入全球化視角以及重新定位三大政黨。作

者援引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極端時代」（Age of Extremes）

的觀點： 

「短的二十世紀」（short twentieth century）是一個「極端時代」，其

第一階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是左翼激進共產主義者和右翼

法西斯主義者的崛起（頁 59）。 

承襲霍布斯邦的觀察，本書指出一戰後這一趨勢不僅限於歐陸，在中國亦有類

似發展（頁 5、59）。披覽全書，讀者也不難發現，若干章節所描繪的歷史圖

景，正是在「極端時代」這一普遍性框架下，中國個案所呈現出的在地獨特性。

換言之，本書在引用「極端時代」之時，已然將全球史的比較性格帶入討論。 

而在重新設定三大政黨的定位上，作者先是在寬鬆的條件下，定義「激進」

與「右派」兩者（頁 8）：「激進」是一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截然二分、

彼此衝突的思維方式。2「右派」則是評斷政黨政治光譜所使用的名詞（頁 7）。

 
2  該時代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切割態度，已有不少論者關注，可參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

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海外修訂本）》（香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 85-122，特別是頁 87；余英時，〈20 世紀中國的激進化〉，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35-339、〈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

激進與保守〉，《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三聯書局，2004），頁 8-42，特別是頁 36-37；
馮兆基著，劉悅斌、徐磑譯，《尋求中國民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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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時代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切割態度，已有不少論者關注，可參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

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海外修訂本）》（香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 85-122，特別是頁 87；余英時，〈20 世紀中國的激進化〉，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35-339、〈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

激進與保守〉，《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三聯書局，2004），頁 8-42，特別是頁 36-37；
馮兆基著，劉悅斌、徐磑譯，《尋求中國民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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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嗣後將共產黨定調為「激進左派」，將國民黨視為「意識形態晦澀難解

（opaque）的軍事化執政力量」（頁 1），這一操作解放了已往敘事中為國民

黨佔去的政治光譜右端（頁 13），並將之讓予青年黨，此一手法與過往研究

明顯不同。 

藉由上述框架與定義的設定，作者得以突顯論述主軸，先是按時序描寫青

年黨的興起：全書前半段聚焦於青年黨、共產黨之間的同源與後來的對立，關

照群眾政黨政治的形成背景與發展契機，後半段則轉移至青年黨、國民黨之間

的競爭、衝突與最後的合作。另一方面，則緊扣中國激進右派的發展與衰弱，

而不僅止於單純的黨史寫作。是故，本書已超過馮兆基、王奇生等人以平行兼

論三黨互動，藉以打破國共二元的書寫方式。3同時，也避免了僅單純轉移視

角（至青年黨），而未重新定位國共兩黨的缺失。更重要的是，這一操作賦予

本書全球史的意義，將中國 1920 年代以降的政治發展與國際局勢連結。 

本書另一亮眼之處在思想層面的爬梳。這一課題的意義在於闡明晚清文化

保守主義與民國時期激進右派的思想連續性，是對中國激進右派進行思想溯源

工作。正如論者所言，中國思想界因歐戰影響，強調自身民族文化價值的「文

化論述」興起，從而與帶有西方中心論的「文明論述」分道揚鑣。4中國的文

化保守主義正是在此背景下產生。作者認為，當梁啟超、章太炎等人對傳統文

化遺產的正向觀點，被非「反傳統主義者」接引時，這群人便成為「選擇性將

中國傳統化作重建中國資源」的保守型現代主義者（頁 29）。而這正是青年

黨創始人「文化民族主義」立場的起源（頁 11、25）。對青年黨領導者而言，

既然「文明的中國」是現實中國（民族的中國）的精神基礎（頁 31），他們

便能據此在兼顧民族共同體需求之際，同時就政治、經濟領域提出積極意見（頁

8）。作者認為青年黨此一文化、政治態度，一來和當時國、共兩黨有所區隔，

 
3  馮兆基，《尋求中國民主》，頁 12；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海

外修訂本）》，頁 87-88。 
4  黃克武，〈從「文明」論述到「文化」論述：清末民初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重要轉折〉，《反思

現代：近代中國歷史書寫的重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頁 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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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也挑戰林毓生的論斷，顯示「全然的反傳統」，5並非時人們所公認的五

四精神與面貌，原因在於青年黨領導人正是一群看重傳統文化價值的文化保守

主義者。 

緊隨其後，作者分析五四青年對共和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理解，如何形塑

其政治行為。具體而言，五四青年對於共和主義的認知，讓這群弄潮兒瞭解到

群眾亦是政治的一環，這使「群眾政黨政治」一躍成為當時的選項，更成為五

四之後的政治特色。而五四青年對無政府主義的認識，則暗示一條思想與實踐

的可能路線：遠離現實的政治改革或革命活動，轉而以社會和文化轉型活動為

主。固然，這一趨勢曾為林毓生所洞察，然而他並未注意到時人這一轉念，恰

是少年中國學會建立的契機。換言之，作者認為「學會」這種組織，正是五四

時期新知識青年普遍政治化趨勢下的結果（頁 251）。 

作者隨後調轉筆鋒，重回五四歷史現場，關注運動的中介性質。作者強調

五四提供一個契機，使這批新青年建立起社會網絡，從中展開交流、凝聚力量，

形成更具體的政治活動（頁 22-24）。作者以少年中國學會的分裂為例，指出

青年黨的形成，與中共在歐洲的活動有著直接關係。中共在歐洲的活動，除了

讓自己成為激進左派革命者的角色外，更將一批人推向政治光譜的另一端，成

為與之競爭的激進右派革命者（頁 87）。 

綜上所述，作者藉由描寫政治思想的繼受，突出五四的若干面向：就共時

性而言，五四提供了「群眾政治」的選項，同時更是激進左派之中共與激進右

派之青年黨誕生的原因。就歷時性而言，晚清以降之新興保守思潮，藉由五四

成為日後右派群眾政治的思想基礎。而在精神氣質上，五四固然有其反傳統激

進的面貌，但文化保守的一面也不應忽略。 

本書第三個可觀之處在於闡明「中國極端右派」—青年黨—政治活動

從激進至妥協的過程。作者此處論述可細分為二：一是進一步描寫「中國極端

 
5  林毓生著，楊貞德等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新北：聯經出版

公司，2020），頁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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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嗣後將共產黨定調為「激進左派」，將國民黨視為「意識形態晦澀難解

（opaque）的軍事化執政力量」（頁 1），這一操作解放了已往敘事中為國民

黨佔去的政治光譜右端（頁 13），並將之讓予青年黨，此一手法與過往研究

明顯不同。 

藉由上述框架與定義的設定，作者得以突顯論述主軸，先是按時序描寫青

年黨的興起：全書前半段聚焦於青年黨、共產黨之間的同源與後來的對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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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衝突與最後的合作。另一方面，則緊扣中國激進右派的發展與衰弱，

而不僅止於單純的黨史寫作。是故，本書已超過馮兆基、王奇生等人以平行兼

論三黨互動，藉以打破國共二元的書寫方式。3同時，也避免了僅單純轉移視

角（至青年黨），而未重新定位國共兩黨的缺失。更重要的是，這一操作賦予

本書全球史的意義，將中國 1920 年代以降的政治發展與國際局勢連結。 

本書另一亮眼之處在思想層面的爬梳。這一課題的意義在於闡明晚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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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馮兆基，《尋求中國民主》，頁 12；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海

外修訂本）》，頁 87-88。 
4  黃克武，〈從「文明」論述到「文化」論述：清末民初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重要轉折〉，《反思

現代：近代中國歷史書寫的重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頁 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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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的特色為何，另一則是檢視青年黨政治活動的衰弱與原因。 

誠然，作者勾勒出少年中國學會成員的左右分流，與「極端時代」之大敘

事相符。然而，霍布斯邦所謂的極端右派—法西斯，卻與青年黨的本質有所

差距。作者於此順勢闡明「中國極端右派的獨特性為何」這一課題。具體操作

上，作者採取「全球」、「區域內部」兩種層次的比較。青年黨作為極端右派

的特色有二：其一是他們對自由民主的態度並非敵意，而是對其建設中國的無

能感到失望，因此他們強調國家權力在個人自由之上。其二在於他們的意識形

態，絕大部分基於文化保守主義的術語表達，且從未以種族（漢族）優越的角

度展開論述。上述兩點讓青年黨與「全球」視角下的法西斯截然不同（頁

248-249）。其後，則將青年黨與活動於中國「區域內部」的藍衣社等相較，

從另一角度突顯青年黨與法西斯的差異（頁 250-252）。 

作者認為青年黨政治活動的衰弱，關鍵原因之一在於他們和具實質軍事力

量的軍閥缺乏制度化的連結，導致兩者合作關係並不穩固（頁 147）。同時，

青年黨人的政治活動也較集中於社會上、中層和學生，儘管黨人意圖擴展地方

組織和黨化軍隊，可惜在一切尚未成熟到足以挑戰國民黨之時，便被當權者擊

垮。抑有進者，作者著手分析共產黨與青年黨這組競爭對手，就軍事層面所採

取的不同行徑，如何導致兩黨日後的迥異發展。這當中有兩點殊值提出。第

一，青年黨和中共都曾嘗試軍事革命，但是青年黨的軍事力量缺乏立足於地

方的韌性，因此在不利環境下，軍事活動難以持續。反觀中共藉由一系列社會

經濟重建計畫，牢牢紮根地方。第二，兩黨在 1930 年代儘管都對國民黨妥協，

然而青年黨選擇告別革命，轉變為沒有堅實軍事實力的民主在野勢力。與之相

較，中共則繼續經營華北根據地，保持革命力量，成為戰後與國民黨競爭的基

礎（頁 176）。 

隨著中日戰爭發生，青年黨激進右派的角色，如何因應國際局勢產生改

變？外在因素是當時需要聯合英、美與日本對抗，青年黨須放棄過往的政治論

述與意識形態，向英、美盟友的自由民主立場靠攏，而不再堅持過去與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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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觀。內在因素則是中日戰爭迫使中國政界需要表現出願意共同合作的

氛圍。是故，國、共需淡化自身一黨專政的色彩，青年黨亦得表現出自己能夠

妥協，參與黨際對話的意圖（頁 208）。持平而論，內在因素過往已有學人關

注，6而外在因素則是作者提出的新詮釋。青年黨的轉機正是緣於意識形態上

的退縮（去激進化），不再堅持革命，因此可以在「民主」這個沒有硝煙，無

關軍事力量的戰場上和國民黨周旋。作者循此思路，就戰爭階段的民主趨同性

深描細寫，認為對日抗戰放大了小黨的訴求聲量，使政黨間的競爭與角力，有

機會在民主協商的規則下進行，最後為 1940 年代「憲政民主」的興起奠下基

石。7在這過程中，青年黨及第三勢力留下了若干政治遺產。就中共而言，這

是他們日後所謂「民主」運作的基礎；就國民黨言之，則是獲得一套有公信力

且足資運作的憲法（頁 243）。 

本書對於近代中國思想的發展與理解，尚有可資分疏與商榷之處，茲爰述

如下。首先，知識分子對於救國之道的搖擺，是政治下手，還是文化下手？8是

自上發之，抑或自下發之？9乃至是「行」政治，抑或「談」政治？10這是中國

近代知識人的共同疑惑。作者固然藉由曾琦心中政治偶像的不斷改變，帶我們

窺見這一面向，然未進一步展開，殊為可惜。描述這一共相的重要性在於彰顯

青年黨創始人與五四世代面對時代時，有著共同的徬徨、困惑與各自的摸索。

是故，若能就此面向展開，並鋪陳歷史圖景，或能在初始便強調無意追求「新

 
6  除馮兆基，《尋求中國民主》外，尚可參看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上

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7  然不應忽略前人研究中，都曾言簡意賅地表明抗戰、民主、第三勢力，三者之間的連結。可參

馮兆基，《尋求中國民主》，頁 146；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頁 355。 
8  梁啟超往復於政治、文化兩界的心境變化，頗能展現此點。詳參：周月峰，《另一場新文化運

動：五四前後「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特別是第

9 章的討論。 
9  此為早年胡適與好友許怡蓀對於救國之道的爭論。詳見蔡旻遠，〈知識分子的人際關係與政治

選擇—以胡適為中心（1917-192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0 年 8
月），頁 52-56。 

10  君勱，〈直奉戰後政變之教訓〉，《努力週報》，期 8（1922 年 6 月 25 日），第 3 版。類似用

法尚有「坐而言，抑或起而行？」，這一對比被黃克武用於胡適與顧孟餘身上。詳參黃克武，

《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頁 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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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韌性，因此在不利環境下，軍事活動難以持續。反觀中共藉由一系列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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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與意識形態，向英、美盟友的自由民主立場靠攏，而不再堅持過去與之競爭

書 評 

 -151- 

的世界觀。內在因素則是中日戰爭迫使中國政界需要表現出願意共同合作的

氛圍。是故，國、共需淡化自身一黨專政的色彩，青年黨亦得表現出自己能夠

妥協，參與黨際對話的意圖（頁 208）。持平而論，內在因素過往已有學人關

注，6而外在因素則是作者提出的新詮釋。青年黨的轉機正是緣於意識形態上

的退縮（去激進化），不再堅持革命，因此可以在「民主」這個沒有硝煙，無

關軍事力量的戰場上和國民黨周旋。作者循此思路，就戰爭階段的民主趨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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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馮兆基，《尋求中國民主》外，尚可參看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上

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7  然不應忽略前人研究中，都曾言簡意賅地表明抗戰、民主、第三勢力，三者之間的連結。可參

馮兆基，《尋求中國民主》，頁 146；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頁 355。 
8  梁啟超往復於政治、文化兩界的心境變化，頗能展現此點。詳參：周月峰，《另一場新文化運

動：五四前後「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特別是第

9 章的討論。 
9  此為早年胡適與好友許怡蓀對於救國之道的爭論。詳見蔡旻遠，〈知識分子的人際關係與政治

選擇—以胡適為中心（1917-192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0 年 8
月），頁 52-56。 

10  君勱，〈直奉戰後政變之教訓〉，《努力週報》，期 8（1922 年 6 月 25 日），第 3 版。類似用

法尚有「坐而言，抑或起而行？」，這一對比被黃克武用於胡適與顧孟餘身上。詳參黃克武，

《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頁 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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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視角之餘（頁 22），更突出這批日後都投身於群眾政治中的青年黨人

與其他五四世代青年，在時局選擇，以及政治、思想性格的異同與張力。 

其次，則是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作者認為通過考證青年黨的政治行

為與影響，將修改學術界對「中國知識分子於 1920 年代激進的政治領域中，

無能為力」的印象（頁 12）。全書儘管未見余英時「知識分子邊緣化」的觀

點及後續相關討論，11然概覽全書，不難發現作者對此持修正態度，認為「知

識」分子於明確意識形態之下，足以成為「滋事」分子，動員民眾，組織革命。

對此，筆者認為稍嫌可惜之處在於，作者曾使用若干篇幅描寫五四青年世代的

人際網絡及其資源，12甚至直言青年黨員在不同政治、軍事陣營中所留下的合

作關係，在日後仍持續發酵（頁 142），但卻未見將其納入這一課題的評價與

討論中。依筆者管見，知識分子在這一動亂、日見激進的時代中，最特殊的就

是在人際關係基礎上，形成「權勢網絡」，13後續藉由「權勢的槓桿」，14透

過制度發揮出與自身相比，巨大到不可思議的影響力。 

最後，筆者認為本書著力於考察青年黨作為激進右派的興衰，因此將時段

限縮於 1918-1951 年。然考量到青年黨的存在，不因其失去激進右派的定位而

畫上句號，於此便可延伸兩點討論：青年黨在意識形態上的退縮，究竟是轉機

抑或是危機？青年黨在戰後的發展為何？過往研究確實未如本書系統性指出

青年黨於思想光譜上陷入無以立足的困境，然作者指出此點後，似更傾向將「去

激進化」視為轉機，而非危機。誠然，作者承認這一轉向導致青年黨失去藉由

訴諸極端民族主義的革命暴力，從而獲得熱情支持的重要政治基礎（頁 176），

 
11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局，1995），

頁 33-50。 
12  此處可詳見本書正文第三章、第四章針對青年黨領導人早年生活，以及青年黨員日後與軍閥聯

繫之段落。 
13  「權勢網絡」是章清經營許久的概念名詞，較完整的論述可參氏著，《「胡適派學人群」與現

代中國自由主義（全新修訂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5），頁 371-483，特別是頁 474-478。 
14  此處得聆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徐兆安教授之高見，不敢掠美，特此誌之。徐兆安，〈革

命只是自然趨勢加上人力的一鞭：國語運動與文化權力的摸索〉，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學術討論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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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者似乎仍對青年黨這一告別革命、轉向民主的選擇，乃至後續的合縱連橫

有著較高評價。後見之明，當青年黨選擇告別革命時，就失去和國、共兩黨競

爭的可能性—因為這兩個政黨都不尊重他們在民主舞台上的對手。青年黨嘗

試於民主舞台上與兩黨周旋、爭雄，似乎只會徒勞無功。若拋開對民主這一普

世性價值的推崇，青年黨走向民主、告別革命的抉擇，單就黨的生命力考量，

似有進一步討論、評價的可能。 

至若青年黨隨國民黨撤退來臺後實力大不如前，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

不容忽視的是，青年黨儘管淪為花瓶政黨，卻在黨外運動漸興之際，成為部分

黨外人士的聚集空間，甚至以掛名黨籍的方式投身政壇。例如宜蘭地區的郭雨

新（1948 年入黨），以及受郭雨新影響而投身政治的游錫堃（1966 年入黨）

皆是如此。換句話說，青年黨的「中國時期」，被認為是建立中國歷史民主舞

台的推手。然在其勢力不若過往的「臺灣時期」，青年黨似發揮著若干消極、

意外的作用，以另一角度參與民主化過程。於此，作者提出青年黨為國民黨一

方所帶來的政治遺產，僅有一部可資運作的憲法，似乎就有未盡之處，尚須補

充一二。 

走筆至此，不禁感嘆歷史之弔詭：正是有感於自由民主對改變中國現況的

無力，青年黨創始人們才決意執國家主義之大旗，展開革命；然因諸多歷史的

偶然，青年黨作為兩強相爭之外的第三者，最後反而是在民主舞台上展現價

值。總的言之，作者平山長富在「全球史轉向」喊得震天價響之際，藉由框架

設定帶來的視角轉移，重新檢視舊有課題，正是當今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

研究所能展現的新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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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則是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作者認為通過考證青年黨的政治行

為與影響，將修改學術界對「中國知識分子於 1920 年代激進的政治領域中，

無能為力」的印象（頁 12）。全書儘管未見余英時「知識分子邊緣化」的觀

點及後續相關討論，11然概覽全書，不難發現作者對此持修正態度，認為「知

識」分子於明確意識形態之下，足以成為「滋事」分子，動員民眾，組織革命。

對此，筆者認為稍嫌可惜之處在於，作者曾使用若干篇幅描寫五四青年世代的

人際網絡及其資源，12甚至直言青年黨員在不同政治、軍事陣營中所留下的合

作關係，在日後仍持續發酵（頁 142），但卻未見將其納入這一課題的評價與

討論中。依筆者管見，知識分子在這一動亂、日見激進的時代中，最特殊的就

是在人際關係基礎上，形成「權勢網絡」，13後續藉由「權勢的槓桿」，14透

過制度發揮出與自身相比，巨大到不可思議的影響力。 

最後，筆者認為本書著力於考察青年黨作為激進右派的興衰，因此將時段

限縮於 1918-1951 年。然考量到青年黨的存在，不因其失去激進右派的定位而

畫上句號，於此便可延伸兩點討論：青年黨在意識形態上的退縮，究竟是轉機

抑或是危機？青年黨在戰後的發展為何？過往研究確實未如本書系統性指出

青年黨於思想光譜上陷入無以立足的困境，然作者指出此點後，似更傾向將「去

激進化」視為轉機，而非危機。誠然，作者承認這一轉向導致青年黨失去藉由

訴諸極端民族主義的革命暴力，從而獲得熱情支持的重要政治基礎（頁 176），

 
11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局，1995），

頁 33-50。 
12  此處可詳見本書正文第三章、第四章針對青年黨領導人早年生活，以及青年黨員日後與軍閥聯

繫之段落。 
13  「權勢網絡」是章清經營許久的概念名詞，較完整的論述可參氏著，《「胡適派學人群」與現

代中國自由主義（全新修訂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5），頁 371-483，特別是頁 474-478。 
14  此處得聆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徐兆安教授之高見，不敢掠美，特此誌之。徐兆安，〈革

命只是自然趨勢加上人力的一鞭：國語運動與文化權力的摸索〉，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學術討論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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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作用，以另一角度參與民主化過程。於此，作者提出青年黨為國民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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